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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坐向和形制布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易学、天

文学及定向、定方位、测绘等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三衡和

七衡六间的缩影。唐宋泉州城及其外围山水可分为“寺”“城”“山水”三部分，泉州开元寺、清源山、

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而构成泉州城的“三衡”，城池

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池外围的“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并有更细分为 “七衡六

间”的意向。泉州罗城七座城门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释六俗一”格局，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相关。

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取正”和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使

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

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下，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就

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的选址、既有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的等级、坐向、沿革及出土

遗物等与相关遗址的关联性略作探讨，认为与水陆院、“取正”和天盘缝针方向相关的建筑遗存与泉

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相关，而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壬子正针乾亥缝线为坐向的相关建筑遗存与泉

州市舶司遗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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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
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Quanzhou Site of Southern 
Clan Office and Quanzhou Site of Maritime Trade Office unde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Quanzhou Cit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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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Quanzhou city ar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such as geomancy science, Study of I-Ching, astronomy as well as 

orientat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Quanzhou City is the epitome of ideas in Chinese ancient astrology: the city and its 

peripheral landscape can be divided into“temple”“city”“landscape”; Quanzhou Kaiyuan 

Temple, Qingyuan Mountain, and Liusheng Pagoda, with Kaiyuan Temple’s main hall 

as the focus, are the center of 3 concentric circles, constituting the “san heng”asterism 

of Quanzhou; the city’s core area contains the “inner orb”of the sun, and the periphery 

landscape is between the“middle orb” and the“outer orb”, and it may be subdivided into 

the“seven celestial orbs of the sun”. The seven gates of the Tang Dynasty Luo City of 

Quanzhou were gradually improved to form the “shi liu su yi” layou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Xia calendar in ancient China. With the use of scientific techniques such as polestar 

orientation and telling of time or orientation by observing shadows cast by the sun in the 

positioning and mapping of Quanzhou Kaiyuan Temple’s main hall and pagoda, and the 

Luocheng gates layout, as well as the centering and positioning of Quanzhou Confucius 

Temple, Qingyuan Mountain top’s Sanqing Temple,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and 

other important buildings using Chinese geomancy methods, reflec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l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above-mention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of the site selection of Quanzhou 

Site of Southern Clan Office and Quanzhou Site of Maritime Trade Office using literature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related to Shuilu 

Temple and other sites situated according to the heaven compass needle direction in Chinese 

geomancy are related to the site of Quanzhou Site of Southern Clan Office; while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the sites that are positioned according to the earth compass needle 

orientation are related to the ruins of Quanzhou Site of Maritime Trade Office.

Keywords:Keywords: Quanzhou City；Tang and Song dynasties；spatial pattern；Quanzhou Site of Southern 

Clan Office;Quanzhou Site of Maritime Trade Office

中国传统建筑“象天法地”的意匠，是以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的。宫殿、宗庙等历史时

期建筑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集中展现形式，其形制布

局和坐向等内含诸多象征天人相通的因素。中国古代

城池的空间格局，也是天文历法、易学堪舆等中国古

代知识思想文化理论的重要表象。而闽南地区重视

宗教信仰，区域内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建筑保存较多。

泉州古城作为闽南地区历史时期的一座重要城

池，其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坐向等与中国古代天文学

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易学堪舆等思想理论，以及相关应

用技术的发展变化关系密切。由于战汉以来的中国

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传承有序、脉络清楚，因此通过观

察、分析、研究泉州古城的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的形

制布局等因素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易学堪舆理

论、定向测绘技术等之间的关系，来逆向探寻相关历

史时期城池和重要建筑的性质及其规划、修建和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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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源山在南宋中晚期之前，或一般称作“泉山”。

②   洛阳江亦流入泉州湾，洛阳江上游的支流合流口、靠近泉州湾的盘光塔或亦与六胜塔在一条直线上。 

等情况就成为可能。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

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诠释了这种通过逆推方式来分

析、研究的可行性。

1   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
	 的坐向

泉州城的相地与其周边的戴云山、九日山、小阳山、

紫帽山、清源山①、晋江、泉州湾等山川地理关系颇深，泉

州开元寺（以下略为“寺”）大雄宝殿（以下略为“殿”）是

泉州城的规划原点，其位置在以九日山为圆心、以九日

山至紫帽山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周和以晋江上游西溪东

溪的合流口到晋江所入泉州湾和南海之间石湖半岛金

钗山（烟墩山）上六胜塔连线的交点上②。泉州古城的沿

革大致可以分为晚唐之前、晚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

4个时期，城池建设和城内区划、重要建筑坐向与天文

学、易学、堪舆学等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关系密切。“寺”

和“城”的相地选址、州治之“衙”和子城的规划修建、

罗城及增筑翼城之后的唐宋泉州城规划思路有分别偏

重于堪舆学、八卦易学、天文历法知识的现象（表1）。

表1   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中与天文历法、易学、堪舆学相关要素

天文
易学 堪舆

三衡 七衡六间 子午线相关

开元寺大雄宝殿            圆心 极星子午线 黑洞（先天）

点穴 油位

       开元寺 内衡 第一衡 “殿塔缝针” /
两仪

         州治之“衙”（衙城）

内衡至
中衡间

/

白洞（先天）

       开元寺四门
泉山门—

崇阳门 四象

       子城四门 日影子午

罗城素景门、通津门

第二衡 夏历八月、五月

八卦 罗城垣局

           翼城临漳门
朝天门—

通津门

           翼城仁风门、通淮门
      第二至   

      第三衡间
夏历一月、

                  三月
月历子午

罗城镇南门、朝天门、
新门、义成门 第三衡

夏历三月半、十一
月、七月、九月

               大城德济门 泉州府文庙

罗城仁风门、通淮门
      第三至

     第四衡间
夏历一月、

                  三月
“壬子正针”
地盘子午线

罗城壕八卦沟
第二至
第四衡间

（人盘子癸
缝线）

                   翼城外晋江段 第二至外衡

泉山（清源山） 中衡 第四衡

二十四节气 十二辟卦

察砂
九日山、紫帽山、小阳山 中衡至

外衡间

第五衡

晋江上游西溪东溪合流口 第六衡
观水

六胜塔 外衡 第七衡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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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城的修建及其城门位置、重要建筑坐向

与“殿”及其与“寺”内东塔和西塔构建成的殿塔天

盘缝针测绘系统（以下略为“殿塔缝针”）有关。泉

州重要建筑的坐向因其定向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与“殿”的“取正”③方向、天盘缝针方向（以下

略为“缝针”）相关的建筑，用极星定向，坐向与子午

线④、“缝针”相关；另一类如泉州府文庙、泉州天后

宫、泉州市舶司和清源山巅三清之源和南台寺大雄

宝殿等，或建于以“缝针”为基础的地（内）盘壬子正

针（以下略为“壬子正针”）⑤使用之后，有“壬子正针”

子午线及其两侧约1/4山、乾亥缝线及其左侧约1/4

山等几种坐向。

1.1   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

从泉州城与周边山水的关系来看，泉州古城的相

地选址几近完美，与觅龙、观水、察砂、点穴等堪舆学

理论相关。城居“罗城垣局”⑥，河沟和城壕如同血脉

沟通其间；罗城垣局背后依托着小阳山、大阳山，西北

为承接戴云山而来包含靠近九日山在内的山脉，东北

有仙公山等，构成层层关锁；而位于城左、右的清源

山、紫帽山形成左辅右弼，两山高度近似⑦且与流经其

间的晋江段距离相近。

中国古代的堪舆学理论与易学关系颇深，晚唐

之前与“殿”“寺”位置相关的州治之“衙”和子城的

规划有如先天八卦⑧太极图之东半，晚唐五代十国时

期的泉州罗城壕八卦沟无八卦之象而作如是称谓，

泉州市舶司的选址和释读与先后天八卦相关，都从

侧面反映出泉州城的空间格局亦与易学相关。而易

学又源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文上的三

衡和七衡六间⑨之说或是唐宋泉州城构建自我世界

的理论基础。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与先天、后天

八卦等易学⑩有关，并且暗合古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

间之说。或许下述唐宋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

的具体所指未必完全确切，然而构建成如此空间格

局的规划思路或曾存在。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是

“三衡”“七衡六间”的缩影，意味着以泉州城为中心

的“天下”。

《八闽通志》中有：“郡旧有衙城，衙城外为子城，

子城外为罗城。又罗城南外为翼城，内外有壕，舟楫

可通城市”[1]。唐宋泉州的“衙”（衙城以州治为前身，

均可为“衙”）、子、罗、翼城具有整体规划、营建有序、

因地制宜等特征，子城修建前已有州治之“衙”，子城

始建时间或早于罗城，子城和罗城同样均完成于五代

十国时期；“衙”、子城的城圈平面形状和城内形制布

局基本呈方形棋盘式格局，罗城、翼城的修建及其城

门位置的选择与州治之“衙”、子城同样，均与“寺”关

系密切。以下，按照泉州相关城池的始筑时代，分别

探讨晚唐之前泉州州治之“衙”和子城、晚唐五代十

③    (宋)李诫.营造法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梁思成全集·第七卷“营造法式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0-12.

 取正，南视定(营室)，北准极(北极星/北辰/辰)。管见以为，在使用极星定向而未广泛使用磁针测向之前，“取正”所取的正方向是统一

 以极星为准则的“正北”，然而从开始使用磁针测向以确定建筑坐向之后，“取正”之“正”抑或为“正位”之“正”，即不仅仅包含“南视定，

 北准极”所取之“正北”(极星北)方向。中国科学技术史纲(修订版)(汪建平,闻人军,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60)中就引何溥

 (922—1019年)《灵城精义》“理气章正诀”：“地以八方正位，定坤道与舆图，故以正子午为地盘，居内以应地之实。天以十二分野，正

 躔度之次舍，故以壬子丙午为天盘，居外以应天之虚” 。

④   子午线、“缝针”、地盘子午线是有关联的几种方向。子午线用极星定向，因纬度不同测得方向角度稍异；“缝针”是以天盘壬子缝线为基

 础的天盘子午线；地盘子午线较之天盘子午线逆时针旋转半山。

⑤   地盘正针有子午正针、子午壬丙间(即地盘壬子缝线)正针两种。“壬子正针”子午线较之壬子缝线顺时针旋转半山即7.5°，且与磁偏角

 相关。天盘缝针即日影子午线，与用日影测向的关联，既可以使用测绘系统进行精准测量，也可以用日影作简单测向。泉州宋元时期

 重要建筑坐向之所以以天盘缝针为基础，当因使用了“殿塔缝针” ，即在日影子午测向的基础上再立向。

⑥   罗城垣局：中国古代堪舆学上指穴的前朝后托，相连的四周。罗城和垣局均为护围之山，罗城以水似城之墙垛，垣局如天文三恒星以护

 帝座。拱揖环抱无空缺，宛然造就一乾坤，乃为罗城之上吉。参见：慧缘,编著.风水学[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277。

⑦   清源山、紫帽山的顶峰海拔分别为498 m、517.8 m，白虎高出青龙约20 m，阴阳形势稍有不足。 

⑧   日道轨迹在南北回归线间往返一回即一年，两个六间即十二个月，十二辟卦配十二个月，再以十二地支排序，“复”主子月(夏历十一月)、

 “ ”主午月(夏历五月)；十二月各二分则成二十四节气，以子、午为先天八卦坤、乾之中央将二十四节气八分则为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为

 用，与地盘二十四山对应。 

⑨   三衡和七衡六间，日道轨迹因黄道、赤道的关系而形成3个同心圆，夏至内衡(北回归线)、春分秋分中衡(赤道)、冬至外衡(南回归线)，二

 等分两分两至日影范围得出三衡图；三衡的两衡间再分别三等分就成七衡六间图，第一、第四、第七衡分为内衡、中衡、外衡。

⑩   易学有象、数、理、占，卦象因天文而生，易理是古代宇宙观，是天文学、数学、历法等知识在实际计算、测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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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泉州罗城、南宋增筑翼城之后泉州城及其与外

围山水构成的空间格局。

1.1.1   晚唐之前泉州州治之“衙”和子城的空间格局

唐宋泉州城的修筑和扩建，与“寺”内“殿塔缝

针”关系密切。“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初

名“莲花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称开元寺。“东

塔，号镇国塔。唐咸亨（670— 673年）文 师始作

木塔，凡五级。……咸通六年（865年），木塔成，赐名

镇国”⑪，宋宝庆三年（1227年）改建为砖塔，嘉熙二

年至淳 十年（1238— 1250年）重建改为石塔。西

塔名仁寿，始建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初为

木塔，北宋时改建为砖塔，南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

（1228— 1237年）改建为石塔。

建成东木塔的865年、修建西木塔的916年，或

可作为与晚唐之前、晚唐五代时期泉州城营建相关

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因为，东木塔建成东塔时或

尚未使用“缝针”，而916年修建西塔则象征着“殿

塔缝针”的完成。因此，700年始建的州治之“衙”、

865年前后始筑时期子城的坐向与“缝针”相关的可

能性甚小，而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特别是916年之后建

成、再建的子城和罗城、衙城（州治）就会与“缝针”

有关。

1.1.1.1   州治之“衙”

从文献记载来看，“衙城旧址”在宋元时期尚存，

乾隆《晋江县志》中云：“衙城即州治垣墙，留从效筑

为开府建牙之地。宋淳 中，旧址尚存。至洪武元

年始废为卫”[2]。据此或可认为衙城是留从效在保

大 年 间（943— 957年）以 武 周 久 视 元 年（700年）

所设州治之“衙”为基础修建而成的，因州治之“衙”

与留从效衙城有沿革关系，为了便于探讨“衙”而暂

将留从效衙城与其前身即州治之“衙”均归入“衙”。

因留从效衙城筑建于916年之后，故其范围或如文献

记载亦是“周三里”，而坐向即可沿用原州治之“衙”

的“取正”方向，亦可与“缝针”相关，诸多问题尚待

解明。

晚唐之前的泉州，北半西部以“寺”为核心，领有

风水宝地而成为精神信仰中心；北半东部以州治之

“衙”为中心，占据了“寺”左高地并更加靠近清源山，

或是为了符合作为世俗政权所在地的需求。世俗政

权对宗教设施拥有管理权，也是中国古代政教合一国

体的表现。

州治、子城构成了世俗的政治中枢。“殿”“衙”

重要建筑的位置，分别相当于先天八卦太极图中的黑

洞、白洞；“寺”“衙”所在区域为穴，亦即两仪。

1.1.1.2   子城的始建和再建

子城始建于唐代，志书中有乾元元年（758年）以

前、贞元（785— 805年）以前、天 二年（905年）、天

三年（906年）等说法。按道光《晋江县志》中的相

关考辨，子城当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前⑫。管

见以为，探讨子城的修建及其与罗城的先后关系，需

考虑到其始建、修缮或改建等情况。子城或始建于

758年以前，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子城与始建时期的

面貌未必相同。

从目前泉州古城内相关区域内的地形、地貌来

看，子城及其城门位置亦是以“殿”为核心规划而成

的；子城十字街是子城内南北、东西向轴线。由此或

可推测子城北半、南半偏角不同，子城横轴（肃清门⑬

以东的西街、东街）的形成或早于纵轴（泉山门以南

的北门街、花巷承天巷路口以北的中山中路）。这或

是子城北半部分的坐向或因受到州治之“衙”的影响

而呈“取正”的方向，南半部分或因再建时间在“缝

⑪   (明)释元贤,撰.泉州开元寺志[M].台北:明文书局,1980:26-27.“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而文 师咸亨年间(670—673年)所

 作五级木塔或为修建寺院而建之塔，或亦与咸通六年(865年)所建木塔的位置有关。

⑫   (清)胡之 ,修.周学曾,尤逊恭,等,纂.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九“城池志”[C]//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5).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2000:页二,112，认为泉州子城“筑于唐乾元以前，年月莫考(按《县志》作贞元以前，非。查《宦绩传》，唐赵颐正，乾元元年为晋

 江令，凿沟通舟楫城下，是乾元前已有城矣。贞元尚在乾元二十八年之后。又《府志》与《通志》作唐天 三年王审知筑，更非。观古

 迹欧阳詹贞元九年《北楼记》自明。盖天 三年，又在贞元百二十年之后。又《续通志》本乾隆癸未《府志》，以赵颐正为开元中别驾，恐误。

 盖与《宦绩传》不符也)。” 

⑬   泉州古城的城门位置，多为推测，开展过考古发掘的甚少。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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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始用之后而与“缝针”相关。

从子城与“寺”东塔的关系来看，东木塔建成的

865年或早于“缝针”的始用，此时建塔的目的或亦

是为了构建出修建或再建子城所需测绘系统的基本

要素—以“殿”、州治之“衙”为两个测绘基准点，

以在泉州城测得的子午线为方向线。换言之，此时

子城的坐向或与“殿”相同，而与“缝针”无关。若

能推定出州治之“衙”的位置，则该“取正”相关测

绘系统即可成立。一般来说，州治之“殿”作为泉州

的世俗权力中心且其位置又与“白洞”相关的话，则

留从效衙城重要建筑的位置亦当在此。从目前推测

的子城门的位置来看，子城的东门行春门、北门朝天

门、南门崇阳门与“殿”基本位于同一圆周之上，其

圆心或即州治之“衙”的南门，威远楼原位置或与之

相关。

从子城与“寺”西塔的关系来看，西街方向与东、

西塔的连线几乎平行，而西木塔建成的916年方与

“殿”和东木塔构成了最初的“殿塔缝针”。换言之，

目前西街方向与“缝针”基本垂直，其形成时间或不

早于916年。重建于1137年的泉州府文庙大成殿的

坐向，或与916年形成的最初的“殿塔缝针”相关。

“衙”中的核心建筑与行春门、“殿”能形成以“衙”

的核心建筑为顶角或等边三角形中心的等腰或等边

三角形，则“衙”的核心建筑位置及其与“殿”的关

系即可解明，并能从理论上解决子城规划建设相关

问题。

子城西门肃清门，基本位于“殿”和子城十字街

口的中间，即二分相关圆周半径之处。从罗城“七

衡六间”空间格局来看，肃清门靠近内衡，十字街口、

东门行春门分别在第二、第三衡上；子城的主体在内

衡以东至第三衡，突出第三衡的东南部分为泉州承

天寺。

由此可见，以“衙”为中心构建而成的世俗世界

的子城，与以“殿”为中心的精神世界得以并立。从

“殿”和“衙”、子城的性质及相对位置关系等来看，推

测有按照先天八卦太极图格局来规划的可能性，其规

划思路中或存在一个将相关要素均包括在内、相当于

先天八卦太极图外围的圆周。该圆周内或有分别以

“殿”、子城十字街口（州治之“衙”的南门）为圆心、

均以“殿”至州治之“衙”的南门为半径的两个圆周

存在，象征着政治与宗教的并立和交叉，而后来罗城

“三衡”“七衡六间”的空间格局完全是以“殿”为中

心的。

子城和罗城均是以“殿”为核心规划修建的，子

城十字街口、东门行春门的位置是确定后来罗城第

二、第三衡的重要因素，因此推测罗城的规划修建

不早于子城。“先罗后子”的说法，抑或是将堪舆学

中“穴”前的“罗城垣局”与作为城名称的“罗城”

混淆了。

“衙”和子城的规划使用了易学相关理论，而易学

又源自古天文学，因此在修建罗城之际就会继续用易

学的八卦、古天文学中的三衡和七衡六间理论作为城

池相关规划的基础理论。

1.1.2   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城的空间格局

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泉州城包含子城和罗城，州

治之“衙”终成“衙城”，子城或基本沿用，罗城始建之

后有过修缮或扩建。罗城所在地势总体上是西北高、

东南低，或以先天八卦为体，西北为艮（山）而东南为

兑（泽）。

1.1.2.1   罗城的空间格局

罗城的空间格局，具有古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

的结构。综观整个泉州古城及其周边山水的空间格

局，可以看出其是由“寺”“城”“山水”等三部分构

建而成的，“寺”和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殿”

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正如三衡—“殿”为圆

心，相当于泉州的“北极星”；“寺”似内衡，如“璇玑”⑭；

⑭   璇玑，北斗之魁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此处指北极星周围能产生极昼和极夜现象的区域，参见曹慧奇《〈周髀算经〉从数学看先

 秦的天文观及地中问题》(《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第7-20页之第9页。“寺”内“殿塔缝针”、“寺”北门附近可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编著.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31-132.另外，916年“殿塔缝针”成立之前，或还曾存在过一个用于修建“寺”的等腰三角形，该等腰三角

 形以“殿”为顶角、以“取正”线(即178.8度方向线，下文中的“释”)为垂线、以最早的东木塔为底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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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小阳山、紫帽山、六胜塔分别在“殿塔缝针”相关近似等边三角形中心“殿”与三个角连线向外的放射线上。

图1    泉州古城“三衡”“七衡六间”空间格局示意图
（来源：作者提供）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图2    泉州古城“三衡”“七衡六间”空间格局下的
衙子罗翼城池规划示意图（来源：作者提供）

“城”居“罗城垣局”，主体包含“内衡”而未

至“中衡”；城外围山环水抱，“山水”在“中

衡”“外衡”之间，中衡如内盘察砂，外衡似

外盘观水；位于中衡上的清源山象征青龙、左

辅，而位于外衡上的六胜塔之所在地成“地

户闭”之形。古天文学在三衡的两衡间再各

三等分成七衡六间，而罗城的“三衡”结构亦

可在上述泉州城“三衡”的基础上，在内衡

“寺”至清源山所在的“中衡”之间、“中衡”

至六胜塔所在的“外衡”之间再各三分，可划

出七个同心圆，构建出唐宋泉州城的“七衡

六间”—第一、第四、第七衡即“三衡”，同

上；城门主要在第二、第三衡上，城壕八卦沟

连通其间；九日山和小阳山、紫帽山⑮在第五

衡上，分别为后托、右弼；晋江上游西溪、东

溪的合流口在第六衡上，作“天门开”之势

（图1、图2）。

罗城第二、第三衡圆周位置的决定因

素，或是因子城十字街口（州治之“衙”的南

门）、州治之“衙”的核心建筑、子城行春门

之所在及其与“殿”的距离。罗城东部、仁

风门和通淮门等在第三衡外侧，看似缺乏规

律，实则当是因为仁风门、通淮门的修建位

置已被子城门、罗城门、“殿”和二十四等分

线等诸多因素所决定，其选址定位是有内在

原因的。

罗城的西半部分位于第二衡之外、第

三衡及其内的八卦沟之内，而东半部分则

在与行春门相关的第三衡外侧、第三衡之

外的八卦沟和中衡之内，不超出罗城垣局。

罗城的平面形制是东南大而西北小，东半部

分面积大于西半部分，这或与东、东南为阳

象征春夏，而西、西北为阴象征秋冬有关，

或因此子城东门称行春门、通淮门后改名迎

春门。

第二衡上有罗城的通津门、素景门和子

城十字街口等。罗城初建时期有素景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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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或是第二衡、相当于先天八卦太极图外围的圆

周、“殿”向外将“三衡”“七衡六间”二十四等分之

夏历八月线（以下略为“夏历*月线”，历法相关参见

后文）的交点；而通津门则在夏历五月（午月）线过第

二衡之处。

 第三衡上先是有罗城的朝天门、镇南门和子城

的行春门。朝天门、镇南门的位置分别在夏历十一月

（子月）线、三月半线过第三衡处；后来素景门废弃，增

添的新门、义成门分别在夏历七月、九月线过第三衡

之处。

仁风门、通淮门虽然不在衡上，然而其位置的选

定或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推测仁风门或是子城崇阳

门、行春门连线向东北与二十四等分夏历某条线的交

点⑯，而通淮门则是“殿”和崇阳门连线（或即夏历三

月线）、通津门和镇南门连线向东南的交点。

罗城东北未开城门的原因，或与罗城门“释六

俗一”的格局有关。以“殿”为圆心六分圆周而成“释

六”，“六”是八卦八进位的极阴之数；“释六”加上

作为“俗一”的镇南门则为“七”，成大阳之数。明

代在东北修建翼城，除因防御之外，或亦有补足加

强的意味。

罗城壕八卦沟位于第二、第三衡至“中衡”之间，

既是沟通城内沟渠、城外江河的脉络，又是“内衡”之

“城”与“中衡”“外衡”之山水联络的通道。八卦沟

的形成，应与修建罗城有关，挖堑垒城就是为了获取

修筑城墙所需大量土方而开挖城壕。八卦沟围绕罗

城，在罗城垣局的边缘部；罗城壕无八卦之象而称作

“八卦沟”意味着其或与易学有关，而其位置恰好就

在前述“殿”“寺”“衙”和子城规划相关的先天八卦

太极图外围圆周的外侧。

1.1.2.2   罗城门与子城门的位置关系及其“释六俗一”

 格局与历法的关系

从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子城四门与罗城七门的

位置来看，泉州城的修建极有可能是“先子后罗”。

子城与罗城均是以“殿”为核心规划而成的，然而子

城东门行春门所在的第三衡是确定罗城镇南门、朝

天门、新门， 以及后来的义成门位置的决定因素，因

此可以认为罗城的规划和修建不早于子城的。“先

罗后子”说法的出现，抑或把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泉州

罗城这座城池的名称和堪舆学中“罗城垣局”的概念

混淆了。

子城十字街过子城墙处为子城四门，子城十字街

及其延长线也分别是唐宋泉州城的南北、东西向轴

线，或也包含着要用世俗的轴线来界定并表现出整座

城池都在世俗政权管辖之下的理想。罗城门、子城门

的位置均与“殿”关系密切，并且罗城朝天门—镇

南门、仁风门的位置分别与子城泉山门—崇阳门、

行春门有关，而通淮门、素景门的位置或分别与崇阳

门、行春门有关，后来修建的新门、义成门的位置或与

子城门关系不大。

通淮门与崇阳门和“殿”在一线上，朝天门又与

泉山门和“殿”在一线上，而子城门在修建之际或

并无与历法相关的迹象。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朝

天门的选址，是“殿”和泉山门连线过第三衡处，选

定位置之后遂以之为夏历子月而建立“殿”和罗城

与历法相关的体系；而崇阳门与“殿”和泉山门在

同一圆周上，故崇阳门的位置必然与“殿”、泉山门

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通淮门所在也就必然与相关历

法有了关联。另一方面说明崇阳门、泉山门作为子

城的城门，其位置也是罗城规划修建之际重要的参

考因素。

子城四门基本朝向南、北、东、西四个方位，而罗

城七门亦可分为与之相关的四方城门：南城门三座

（西南通津门、正南镇南门、东南通淮门）、西城门二

座（西门素景门-义成门、南西“新门”）、北城门（朝

天门）和东城门（仁风门）各一座，并因此推测罗城

门的位置受到了子城门的影响，“先子后罗”的可能

性较大。

罗城初建时期城门有六（有素景门，无新门、义

成门），五代十国时期在素景门的西南、西北修建了

新门、义成门，素景门废弃，遂形成了罗城门“释六

⑯   仁风门的位置尚未明确，相关地图上其位置标注偏差较大。从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来看，推测其位置或会略偏北而与夏历一月线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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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一”的格局。朝天门—“殿”—通津门、仁风

门—“殿”—新门、通淮门—“殿”—义成

门等三条通过“殿”的直线形成了以“殿”为中心的

格局，象征着发自“殿”的六道阳光普照泉州城，故称

之为“释六”；而另外一座城门罗城正南门镇南门虽

然也与“殿”相关，然而其更多表现的是作为“衙”南

门（或与威远楼相关）、子城南门崇阳门等世俗政权

相关城门向南继续延续的意义，故而称之为“俗一”。

罗城门“释六俗一”的格局虽然是逐步完善形成的，

然而在修建罗城之际当就有了通过其城门格局来与

历法关联的规划。既然存在可以将“三衡”“七衡六间”

六、十二、二十四等分的放射线，那么就会有用于观测

的相关设施或标识，罗城门及其上楼橹就是最好的设

立观测点之处，罗城圈上凹进、凸出之处或亦均可作

为标识使用。

泉州古城的规划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

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易学

关系颇深。罗城门“释六俗一”的格局是建立在“三

衡”“七衡六间”空间格局的基础之上的，“释六”相

关的三条线可以看作是自“殿”向外作放射线而将

“三衡”“七衡六间”进行了六等分。将三衡按照太

阳在一年里的光照情况八分成先天八卦图，推测六

分或当与十二分、二十四分泉州城的“三衡”相关。

巧合的是，“俗一”镇南门基本在通淮门、通津门之

间的“第三衡”四等分处，即“殿”与镇南门的连线

或与二十四分三衡的线相关。如此，就有了泉州城

“三衡”“七衡六间”或有被二十四等分的可能性，

也就意味着与“释六俗一”格局相关的城门、城圈的

规划建设中会有与夏历中的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

十二辟卦相关的因素。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中，

存在诸多易学八卦相关事例，那么“释六俗一”与

十二辟卦及与之相关的二十四节气有关也就不足为

奇了⑰。

管见以为，“释六俗一”的格局或与中国古代历

法中的夏历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有关。由于夏历（今

用）建寅⑱而十二地支“子”为十一月，因此“释六”

指向的是十二月中的六个奇数（阳）月，镇南门在相

当于三月半的位置。即仁风门—新门为三月（辰，

，清明、谷雨）—九月（戌，剥，寒露、霜降）、通津

门—朝天门为三月（辰， ，清明、谷雨）—九月

（戌，剥，寒露、霜降）、通津门—朝天门为五月（午，

，芒种、夏至）—十一月（子，复，大寒、冬至）有关；

并且，罗城镇南门的位置或亦与空间格局的二十四分

有关，故而或可认为罗城的空间格局中亦有与夏历的

二月（卯，大壮，惊蛰、春分）—八月（酉，观，白露、

秋分）、四月（巳，乾，立夏、小雨）—十月（亥，坤，立

冬、小雪）、六月（未，遁，小暑、大暑）—十二月（丑，

临，小寒、大寒）等偶数（阴）月相关的标识。另外，夏

至在内衡（夏历五月）上，冬至在外衡（夏历十一月）

上，因此也就意味着“释六”相关的三条线或可直至

外衡。

素景门的选址原因如前所述，或亦是二十四等分

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之夏历八月线与第二衡

的交点，有以之作为偶数（阴）月城门的意味。由于

原“西”门素景门的废弃而没有了偶数（阴）月，唐宋

泉州城的陆城门意象的或均为奇数（阳）月。

唐宋泉州城及重要建筑的规划营建中，还含有一

个子午线的世界。“寺”与极星子午线、日影子午（“殿

塔缝针”）相关，子城泉山门—崇阳门或即日影子

午，罗城朝天门—通津门或与月历子午相关，而泉

州府文庙、泉州天后宫等宫庙坐向与“壬子正针”子

午线（人盘子癸缝线）相关，其中“缝针”的使用极为

重要。

1.1.2.3   “缝针”的使用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政治

⑰   笔者对泉州城及相关历史建筑的情况知之甚少，唐宋泉州城“七衡六间”空间格局第三至第七衡之间的自然地理、人文文化相关因素尚

 需调研。 

⑱   商历建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建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魏晋以前是一朝一历；魏晋开始有所变化，唐朝曾八次改历，宋基本

 沿袭唐历不过改历达十八次之多；元代的授时历较之北宋纪元历变化较大，与唐宋时期历法有着体系上的区别。岁首有王莽始建国元

 年(公元9年)建丑，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建丑，唐武后天授元年(690年)建子，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建子等(参见薮内清.

 中国の天文 法[M].东京:平凡社,1969:4,98,105,112,136)。推测营建罗城之时，泉州使用的历法或仍为建子。本文中涉及的包

 含考古学相关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都有待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易学、堪舆学、测量学、数学等多学科开展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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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想抱负重要体现的建筑也是政治的延伸表现方

式之一，城址及相关建筑遗址也是古代社会政治延伸

表象形式的遗存。在阴阳家完成相地选址的堪舆之

后，就需要匠人利用科学技术来营建，匠人是实现国

家展示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在“营造”之前，

需要“取正”“定平”⑲并建立相关的测绘系统。因为

大型建筑的修建需要规划先行，而规划就需要较为精

准的测绘系统，大量建筑材料的使用计划和预备采购

等也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故而有规划修建的、坐向

准确、使用高等级建筑构件的建筑多属于官方或宗教

类建筑。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池、宫殿衙署寺观乃至民居等

多坐北向南，宫殿“建中立极”⑳，重要建筑的坐向通

过“取正”来明确方向，定向方法有观测极星、利用日

影、使用磁针等。泉州古城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及坐

向，反映出中国古代等级社会、堪舆理论及相关应用

技术的发展变化。晚唐之前使用极星方向定位，晚唐

五代时期开始使用的“缝针”仍以极星定向为基础，

而赵宋时期使用正针用磁针测向并配以更为复杂的

堪舆学、易学理论。

如前所述，“殿”“寺”分别相当于泉州的“北极

星”“璇玑”，与泉州子城、罗城、翼城的修建相关。

现在仍然见于“寺”内的“殿塔缝针”，就是营建泉

州古城及相关重要建筑的定向、测绘系统。“殿”的

坐向（北偏西1.2°），即是在泉州测得的子午线角度，

由此可知“缝针”在泉州为8.7°，最初构建“殿塔缝

针”的时间当不晚于916年；现东塔北偏东6°且塔基

与塔身偏角稍异，西塔北偏东8°，实测现存“殿塔缝

针”为9.1°㉑。东塔略高于西塔，东塔高48.1 m（不

含塔刹37.04 m），周边地面海拔8.59~8.76 m；西

塔 高45.1 m（不 含 塔 刹35.4 m）， 周 边 地 面 海 拔

8.83~8.96 m。东、西塔的高度，是否还具有通过日

影观测来校准漏刻、了解历法等功能尚有待研究，

然而其上应该是可以观测到整个泉州城的范围及城

门、城墙上相关历法标识的。东、西塔与“殿”构成

的“殿塔缝针”，将天文定向体系移到地上，使得天地

交泰而成天地之宜，同时也是泉州重要建筑的定向、

测绘系统。

极星定向、“缝针”的使用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

日影测量、三角函数计算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密不可

分。“取正”“缝针”“壬子正针”的使用情况及建

筑坐向相关的属性、等级观念，也是推定泉州南外宗

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遗迹的时代、性质的重要

依据。

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泉州城将天文历法、易学堪

舆等相关知识理论“营建”到了城池的空间格局之中，

是一座集中国古代宇宙观及相关思想文化、科学技术

于一体的神奇城市。

1.1.3   南宋增筑翼城之后泉州城的空间格局

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绍定三年（1230年），

守游九功始筑瓮门于城南，外筑翼城，东自浯浦，西抵

甘棠桥，沿江为蔽。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监郡

玉立始拓南罗城以就翼城，周三十里，高二丈一尺，城

东西北基，广各二丈四尺，外 以石，南基广二丈，内

外皆石，为门七，东西北暨东南、西南门皆仍旧名，改

南门曰德济，废通津门而于临漳、德济之间，建门曰南

薰”；绍兴十八年（1148年）“守叶廷 仍辟通淮门，

引巽水入”[3]。

1.1.3.1   宋元泉州城的空间格局

南宋时期以唐罗城为基础增筑翼城；元代合为大

城，并时废通津门，开南薰门，通淮门东南移改为涂

门。宋元时期泉州城池空间格局基本承袭了五代十

国时期泉州城的“三衡”“七衡六间”结构，只是第二、

第三衡有所变化。

⑲   (宋)李诫.营造法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C]//梁思成全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0-12.定

 平，“《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 

⑳   建中，即建立中正方向，以中正方向为共同的标准；立极，“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即以极

 星为最高准则，统一标准。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卷四 周书[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143。

㉑   相关地上建筑的测绘数据，由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古代的方向概念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一般以9度线为“缝

 针”，当是因为“缝针”创始时用的是在唐长安城测得的极星子午线角度(约为北偏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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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修缮或重建了“殿塔缝针”，翼城临漳

门、通津门外移的位置都在“殿”和罗城新门、通津门

连线向外的放射线上，表明南宋时期的“释六俗一”

依然与历法有关，然而城门位置与第二、第三衡的关

系似被忽略，因为素景门早已废弃了，而临漳门、通津

门又向西南位移，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城空间格局中第

二衡上的要素就仅剩下了子城十字街口。另外，从南

宋晚期开始多称泉山为清源山，“中衡”上或增加了

老君岩 、盘光塔（洛阳桥）等因素；明清时期的文献

中，清源山或已被看作泉州城的镇山。

元代德济门㉒的修建，意味着泉州古城空间格局

明确发生了变化。罗城相关的第三衡或成为宋元泉

州城的第二衡，而德济门所在圆周或成为宋元泉州

城的第三衡。如此，则宋元明泉州城仍然在罗城垣

局，只是城池部分有所扩大，宋元泉州城及明代在城

外东北部修建的翼城均在第三衡之内，而城壕即晋

江过翼城外段也依然沟通第二、第三衡直至中衡乃

至外衡。

南 薰 门 的 位 置 既 是 朝 天 门 —肃 清 门、 仁 风

门—镇南门向西南延长线的交点，亦在通过通淮

门、通津门之间的“第三衡”二等分处向东南的延长

线上。若南薰门的开设位置与夏历四月有关，则说明

将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二十四等分的体系在

元代仍然起着作用。然而，元代授时历较之北宋纪元

历变化较大，与唐宋时期历法存在体系上的区别[4]。

因此，南薰门、德济门、涂门的位置或已与历法相关的

二十四等分线无关，亦即是说此时城门与历法的关系

或已不存。南薰门的位置在二十四等分线的四月之

处，究其原因很可能只是因为该位置与二十四等分体

系有关的朝天门、仁风门、镇南门等相关，故而在客观

上形成了其与二十四等分体系有关的现象，并非出自

主观意愿。

明代在元泉州城外东北部加筑翼城，涂门改称迎

春门，南薰门偶称通津门，并在涂门、南薰门、临漳门

创三水门。

1.1.3.2   “壬子正针”的使用

北宋中晚期开始，利用磁针测向或已普及，重要

建筑坐向的定向方法也由此从极星定向发展为亦用

磁针测向。泉州南宋之后部分重要建筑的坐向，有以

“缝针”为基础使用地盘“壬子正针”测向的现象，即

天盘、地盘均以壬子缝线为基础。

磁针测向有磁偏角，这在北宋时期已经知晓，沈

括（1031— 1095年）《梦溪笔谈》中有：“方家以磁

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磁针 

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

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

应由异，未深考耳”㉓。并且，用磁针（“地螺”）测向

又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子午正针，二是用“子午壬丙

间缝针”即“壬子正针”。曾三聘（1144— 1220年）

《因话录》（成书时间或在1200年前后）“子午针”

条中就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壬丙午间缝

针”[5]。

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坐向、泮宫西门朝向的关系，

亦反映出“壬子正针”的使用。《泉州重建州学记》

碑文中有：“清源郡学以绍兴丁巳（1137年）闰十月

甲申重建，越明年戊午三月乙丑讫功……维学宫之

建，在州城南之东，门直于庚，以阚通衢，擅山川之状

气，践槐袭衮，元勋伟节，世有名人……又赎庚门旧

地，以揖紫帽之峰，横跨石桥，因南溪支流入自巽方，

遂凿长河， 青草池，内潮汐于桥之下，则学宇告备

矣……门直于西，前揖紫烟……”[6]，明确用二十四

山方位记述了泮宫西门朝向“庚”。至于碑文中与

“南溪支流”相关的“巽”是否因“外（天）盘观水”

的原则而与天盘二十四山之巽相关，尚有待实测结

果验证。

泉州府文庙建在子城外南偏西处，反映出相关

规划之初，既是因地制宜，也充分考虑到了区域内宗

教、世俗政权、文化思想等诸多力量的平衡。南部或

以商业区为主且有南移扩大的现象，特别是南宋翼

城拓展出来的部分，宋代泉州的商业核心区或建在

㉒   德济门遗址相关考古发掘研究,参见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泉州德济门遗址发掘报告[J].福建文博,2003(2):14-40.

㉓   (宋)沈括.梦溪笔谈[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17,295.管见以为，在研究使用磁针测向(目前推测或不晚于北宋中晚期)以后的城址、

 建筑遗迹、古墓葬等相关建筑类遗存之时，除了使用现代测绘体系进行测量之外，还有必要考虑到磁偏角、“缝针”，而尝试着将相关建

 筑遗存模拟复原到营建之际的状态，若此或可找到相关建筑类遗存在空间格局、形制布局方面更多的规律或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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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郊区[7]。从泉州天后宫、泉州府文庙、泉州市舶

司遗址、清源山巅之三清之源和南台寺大雄宝殿等重

要建筑的朝向来看，赵宋及其后泉州古城相关重要建

筑坐向多使用“壬子正针”测向。

1.2   泉州重要建筑及其坐向

泉州古城的规划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及

坐向，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和科学技术结合的综

合展现。与“殿”“取正”“殿塔缝针”、罗城门“释六

俗一”相关的极星定向、用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测

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

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正针测向、二十四山

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战汉至晚唐、晚唐五代、宋

元、明清等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

发展脉络。

1.2.1   重要建筑坐向

目前观测到的泉州重要建筑坐向（中轴线）大致

有“取正”（“殿”中轴线）、“缝针”（“殿塔缝针”）、“壬

子正针”子午线（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及其两侧约1/4

山（泉州天后宫）和乾亥缝线（清源山巅之三清之源、

南台寺大雄宝殿）等五种，分别与泉州城的始建、扩

大、修缮、扩建、沿用等相关，反映出泉州传承有序、整

体规划、有序修建的规划理念。因相关建筑的性质而

分别简称为“释”“俗”“儒”“道”“妈祖”以表现其

文化多元性，前二者与极星“取正”定向相关，后三者

与“壬子正针”测向相关。

泉州赵宋以后重要建筑坐向多与“壬子正针”地

盘二十四山方位相关，可计算出的“壬子正针”相关

建筑朝向。由于“取正”偏角、磁偏角可知，故而在定

向时可以校正。从下述宋元及其后重要建筑的朝向

来看，或分别与8.7°、9.1°的“缝针”相关，然而或均

校正了1.2°。

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朝向实测198.9°、庚门朝向

约293°，分别与“壬子正针”的子午线、庚位相近。

大成殿坐向、泮宫西门朝向当垂直，而在泮宫西门朝

“庚”的前提下，地盘上也只有壬子丙午缝线、庚酉缝

线才能构成垂直关系。然而，与198.9°垂直的朝向

当为288.9°，与293°垂直的朝向当为203°。南宋

绍兴丁巳（1137年）重建泉州府文庙的时间早于再

建东、西砖塔的时间，因此重建大成殿时使用的或是

与东西木塔相关、更接近于8.7°的“殿塔缝针”。与

“壬子正针”相关朝向比照，推测重修之后的大成殿

坐向或较之前逆时针旋转了约1/4山，重建前、后的

大成殿坐向分别与用8.7°“缝针”的“壬子正针”的

子午兼癸丁、子午线相关；而现泮宫西门朝向或与用

9.1°“殿塔缝针”的“壬子正针”子午兼癸丁相关，并

因此可推测其为大成殿重建之后、又在重建之前原泮

宫西门的基础之上重修而成的。

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明清

时期有重修或修缮，现天后宫正殿是明清时期形成

的，实测其朝向195.9°。在其北墙北侧曾进行过考

古调查，找到的遗迹有金炉、房屋地面铺砖等，其中

金炉朝向202.6°，压在金炉上的地面铺砖缝线朝向

198.9°㉔。由于金炉置放在室外的可能性较大，故而

推测在195.9°中轴线（“壬子正针”子午兼壬丙）出

现之前还先后有202.6°、198.9°两种朝向。前者为

“壬子正针”子午兼癸丁，后者与泉州府文庙大成殿

坐向相近。与泉州天后宫相关的三种朝向，或亦是因

为再建而逆时针旋转约1/4山。与“壬子正针”相关

建筑朝向比较可知，现天后宫正殿与9.1°“殿塔缝针”

相关，而较早的两期建筑遗存因8.7°“殿塔缝针”相

关而或早于砖塔“殿塔缝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与泉州天后宫、泉州府文庙坐向相关的“壬子正针”

子午线亦即人盘子癸缝线，多为供奉人神的宫庙等建

筑所用。《泉郡富美宫重修碑记》中就也明确记载富

美宫的坐向为“坐子向午兼壬丙”，亦是人神宫庙坐

向“子午兼壬丙”的例证㉕。

泉州市舶司遗址南宋时期建筑遗存朝向162.1°

（据C1206TG3G内铺砖缝线推测），与用9.1°“殿塔

㉔   泉州市考古队.泉州府文庙考古勘探报告[J].福建文博,2020(1):32-37.现天后宫北墙北侧考古调查勘探资料为泉州市博物馆所有，金

 炉、铺砖地面角度等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天后宫相关的3条中轴线表明，约4°的角度差或即约半山之半。 

㉕   泉郡富美宫坐向使用的当是与“殿塔缝针”无关的子午正针测向体系，与较早的泉州府文庙、泉州天后宫等宋元明时期建筑坐向使用的

 测向体系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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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针”、校正1.2°之后的“壬子正针”乾亥缝线数据完

全一致，由此推测其修建年代或不早于再建西砖塔的

时间。

1.2.2   建筑坐向与等级制度

天人合一宇宙观下的中国古代社会讲究敬天法

祖而等级森严，等级几乎无处不在。宫殿、宗庙、衙

署等重要建筑的形制格局和坐向等亦因其属性而遵

守着相应时代的等级制度。重要建筑的坐向也是反

映相关机关、机构、设施地位高低的重要象征之一，这

也是重要建筑因其属性、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坐

向的原因。“寺”、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府文庙、泉州

市舶司和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

的形制布局和坐向，就反映出相关建筑的坐向因其性

质、时代而有所不同。

“缝针”“壬子正针”的子午线（天盘壬子缝线）

和壬子—丙午缝线的坐向实际上已为坐东北、向

西南；坐西北向东南的“壬子正针”地盘二十四山缝

线有乾亥—巽巳、戌乾—辰巽、酉辛—卯乙、

庚酉—甲卯等四条非骑线，地盘亥壬—巳丙（后

天八卦乾坎—巽离骑线）、辛戌—乙辰（后天八

卦兑乾—震巽骑线）等两条骑缝线。由于一般不

会以骑缝线为阳宅坐向，故而宜用于阳宅坐向的实

际上就只有子午线、“缝针”、地盘二十四山四条非骑

缝线及其两侧等几种。官家、寺院等重要建筑坐向

多与子午线相关，原则上是坐子向午；“缝针”亦为

官式建筑、寺院等所用；以“壬子正针”乾亥—巽

巳缝线为坐向的大型建筑的等级或次于以子午线和

以“缝针”为坐向的，而“壬子正针”戌乾—辰巽

缝线较之乾亥—巽巳缝线又更加远离了中央（子

午线）。

综上可知，“殿”相当于泉州的北极星，是泉州

“衙”（州治之“衙”和衙城）、子、罗、翼城的规划原

点，以“殿”为圆心的数个同心圆构建出了泉州城“三

衡”“七衡六间”的空间格局；“寺”域或即内衡，唐宋

泉州城所在的罗城垣局部分包含内衡并至中衡之内，

罗城壕八卦沟和部分起着翼城壕作用的晋江段位处

第二至中衡之间，城池外围的相关山脉与中衡、第五

衡相关，再外围的山水体系与第六衡、外衡相关，共同

构成了一个传承有序、脉络清晰的泉州城自有的独特

世界。并且，“殿塔缝针”是一个尚存于地面上的历

史时期营建大型建筑不可或缺的测绘系统，泉州府文

庙、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历史建筑又体现出其与天地人

盘及二十四山的关系，泉州地域文化中至今依然存在

着较多重视传承而与堪舆学相关的内容。

在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和城池营建、重要建筑

的形制布局和坐向等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之下，再结

合文献记载，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等重要建

筑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就稍许有了些可用的

基础理论和可循的端倪线索。因为相关遗址在历史

时期亦曾是重要的大型建筑群，其选址和修建必然受

到泉州城空间格局、形制布局及相关思想文化或技术

等的影响，而“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申报世界遗产的关联工作则带来了开展相关考古发

掘研究的契机。

2   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遗址
	 的考古发掘

泉州古城内因土地产权所有状况而肌理变化不

大，海外华侨、闽台关系等血缘、地缘纽带也使得泉

州古城受“破四旧”的影响有限。相关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就地层堆积、遗迹现象、出土遗物的研究也说明

泉州古城的形制布局在明代之前变化较小，古城地

下遗存状况与现代城市格局仍是有机关联的，泉州南

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所在地点周边的现代街巷

依然可以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空间区域。

从既有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泉州古城内的地层堆

积、遗迹现象相对简单而又复杂，说其简单是因为从

相关地层所属时代来看，从上向下的地层堆积一般

可分为现代、明清、元代、宋代、宋代之前等层，总体

来看明代之前地貌变化不大，遗迹的时代属性、沿革

也比较清楚；说其复杂是因为古城内延续使用千年

以上，历代建筑对其之前建筑遗存的影响较大，局部

地层扰乱较多，部分建筑基础的沿用或修缮、建筑构

件的再利用等情况比较普遍而增加了遗迹现象的分

期难度㉖。另外，相关建筑遗址的范围都比较大，而开

展考古发掘的范围相对甚小，即便盲人摸象也需要有

切入点，因此与泉州古城空间格局相关的中国古代知

识、理论、技术等因素就成了弥足珍贵的线索。以下，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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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的选址和坐向、主要

建筑遗存及其分期的时代和沿革、与遗址属性相关的

重要出土遗物等略作探讨。

2.1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考古发掘

赵宋立国之初沿袭汉唐以来宗室管理制度，以

宗正寺作为负责编修皇族属籍及人口呈报等事务的

宗室管理机构 [8]；仁宗景 三年（1036年）七月十九

日 乙 未 初 置 大 宗 正 司 [9]；徽 宗 崇 宁 元 年（1102年）

十一月“癸巳，置西、南两京宗正司及敦宗院”㉗。徽

钦二宗被掳北上，两外宗正司随宋室南迁，“先徙宗

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宁，南外移镇江，西

外移扬州。其后屡徙，后西外止于福州，南外止于泉

州”[10]。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南外宗正司在

泉州的存在，进一步促进了泉州海内外贸易的发展

繁荣。

文献记载中的泉州南外宗正司位于肃清门西南、

“寺”南，唐天宝六年（747年）时为放生池，后于池上

建水陆堂，乾符六年（879年）为水陆院，至北宋时仍

为寺院；南宋建炎年间（1127— 1130年）宋室皇族

迁来泉州后，改水陆院为南外宗正司，其内有惩劝所、

自新斋、芙蓉堂、天宝池等；司弃之后，元代此处有清

源驿；明代为水陆寺，明正统三年（1438年）又将之

部分改为织染局。

鉴于相关考古资料极为匮乏，从相关水池遗存入

手，较之从建筑遗存着手来探寻南外宗正司遗址之所

在更为可行。首先是因为目前地表上仍有水池，而历

史地图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地图上都标识有较大的池

面，水池是因不断被填埋而缩小如斯，因此从考古调

查发掘的角度来看，在明确较好辨认的水池相关淤积

土分布状况后，再逐步向扩大考古发掘范围不失为行

之有效的办法；其次是遗址周边存在大量的现代建

筑，想要尽快确定遗址的性质及范围实属不易；最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可基于泉州古城空间格局及

“殿”“寺”“缝针”等相关认识来探讨遗址位置、性质、

沿革、范围等问题。

2.1.1   考古发掘概况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发掘开始于2019年，目

前开展了两次。2019年揭露出来建筑基址两处、水

池及其岸线、道路等遗迹现象，出土有高等级的砖瓦

建筑构件、文字内容多样的墨书陶瓷器残件；相关遗

存和建筑构件表明该地点有宋元时期的大型高等级

建筑遗存，墨书文字内容则佐证了此处与“水陆”、

赵氏宗族等有关联；结合文献记载和地貌分析，探讨

了建筑遗存朝向、水池遗迹范围、出土遗物性质等

与“寺”及放生池和“水陆”的关系，推定遗址在该区

域、水池遗迹与“天宝池”相关，并参考区域内现状

地貌推测遗址的四至范围为：东至旧馆驿以西的南

北一线上，南至东西向段的古榕巷南侧，西至三朝巷

以西约30 m，北至西南—东北方向的最北斜向楼

（QZB0107南部）的北侧。

2020年 明 确 了 台 基2的 东、 南 侧 边 界， 在 水

池 的 东、 南、 北 侧 分 别 揭 露 出 来 台 基1及 其 上 房

址（台 基1F1）、 台 基3和 水 池 遗 迹 南 岸 线、 房 址

B0107T1CF1等遗迹的局部，亦出土有高等级建筑

构件、与“水陆”相关的墨书陶瓷器残件。

2.1.2   相关遗迹现象探讨

目前揭露出来的遗迹现象主要有水池的东岸线

和南岸线、四处建筑遗存，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

遗存有台基1下的水渠（G2）、台基2下的Q1，G2或

与“放生池”进水渠有关，Q1方向与“释”基本垂

直，推测其时代为唐至南宋中晚期；第二期遗存包

含台基1、台基2、台基3、两处水池遗迹岸线等，台基

1和水池遗迹岸线与“俗”（“缝针”）相关，台基2和

台基3与“释”相关，因G2内出土有南宋中晚期遗物，

而台基2、台基3的垫土层内出土有南宋时期的遗物，

㉖   两处遗址相关的文献记载、历史地图、考古发掘资料，参见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区内的相关地层堆积情况；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编著.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

 学出版社,2020.

㉗   脱脱,等,撰.宋史·本纪第十九“徽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365.当时的西京为河南府(今洛阳)，南京为应天府(今商丘)，东京为

 开封府(今开封)，北京为大名府(今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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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推定其始筑年代或在南宋中晚期，或沿用至宋元

时期；第三期遗存为台基1F1、房址B0107T1CF1，

推测其始建时期不早于南宋中晚期，而其下限按照

相关地层而暂定为不晚于明代。另外，台基1F1自下

而上可分为A、B、C三部分，偏角分别为3°、5°、7°，

其中A和B部分因均被台基1上层叠压故二者或曾

共存，而C部分晚于A、B部分，由此可见与始建时期

的台基1西侧包边砌石（方向与“缝针”相关）、台基

1F1的A和B、台基1F1C等相关的建筑坐向明显有

逆时针旋转㉘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台基1F1的沿

革是成体系的。

四处建筑遗存的修建情况可概括为：在相关水池

东侧填埋进水渠并抬高地面修建台基1、填埋水池近

南岸部分并在其南抬高地面而修建台基3、修缮或再

建池内的台基2等，台基1砌石包边、B0107T1CF1

室内地面铺有方砖。如此大面积填垫、整体抬高地

面的做法，表明相关建设工程规模较大。从四处

建筑遗存与水池的位置关系来看，有以水池内建

筑基址台基2为中心，在与之对应的水池东、南、北

岸上分别修建台基1、台基3、房址B0107T1CF1

的现象，B0107T1CF1、台基3、台基2自北向南

基本成一线位于“殿”向南的延长线东侧，而水池

东岸上的台基1又与台基2在东西一线上，说明其

相关建设工程是有规划的。相关建筑坐向分别与

“释”“缝针”相关，则说明其等级甚高，并且是经过

定向测量的。

由于泉州南外宗正司与水陆院有沿革关系，因此

建司于水陆院之地时，或沿用原有的建筑及其格局，

直到南宋中晚期才开始以水池为中心修缮改建或新

建。管见以为，泉州南外宗正司之所以选择以水陆

院为建司之地，首先是因为此地位置非常重要，既是

“穴”内仅次于“寺”和“衙”的重要地点，又位于“寺”

南侧而紧挨内衡“寺”，是靠近“殿”（泉州的“北极

星”）且位于“殿”之“取正”线向南的延长线上而与

“中央”相关，因宗正司级别甚高故其建筑坐向主要

为“释”“俗”；其次是该地点和相关水池既是一个范

围较大的空间区域，又有能够迅速投入使用的较大规

模高等级建筑群；再次是高等级建筑中一般都有池苑

（园），水池不可或缺，《舆地纪胜》中就有泉州南外宗

正司有“南园”的记载㉙。因此，原水陆院所在区域就

非常适合为宗正司使用，不但征用后即可使用，而且

较大范围的水池既可用于建园，亦可为其后填池扩建

而留下足够的空间。

2.1.3   相关出土遗物探讨

出土的建筑构件有砖、瓦、装饰部件等。砖有条

砖、方砖、楔形砖，或素面或有花鸟纹（瑞鸟衔绶）、

“官”字等，其中“官”字砖在唐五代十国至宋代一般

见于等级较高的官式建筑，而方砖的颜色和规格与泉

州宋元时期建筑遗存的类同；装饰部件有脊兽、兽首

饰件；瓦有板瓦、筒瓦、瓦当等，瓦当当面纹饰有兽面

纹、龙纹、莲花纹、花卉纹等，其中花卉纹又有荷花纹、

牡丹纹、菊花纹等。这些建筑构件与高等级建筑适配，

表明该地点有宋元时期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遗存。特

别是19瓣莲花纹瓦当数量较多，其纹饰特征与隋唐

洛阳城皇城东区、宫城区域出土的宋代19瓣莲花纹

瓦当相似。

陶瓷器墨书文字内容包含干支纪年、机构名称、

人名等。其中，“水陆”“水六库司”等明确表明了

其与“水陆”的关系，“允”“叔”“仲”“彦”“宗”“崇”

等字或与赵宋皇族的辈分相关，“宗厨”“赵”与南

外 宗 正 司 或 赵 宋 的 关 系 尚 需 研 究，“崇 福 寺”“西

塔”“江夏”等则说明此地与其他寺院、“寺”、黄氏㉚

也有关联。

上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的时代、性质及选址、

建筑坐向、与“寺”的关系等诸多情况，表明该区域

内的建筑遗存与水陆院/堂/寺有关；而修建或修缮

于南宋中晚期并沿用至元明时期的建筑遗存、墨书

㉘   阳宅再建、扩建或逆时针旋转约1/4山。在建筑遗迹分层、分期的基础上，或可用此思路进而研判相关遗存的相对早晚关系及其年代。

 台基1边缘的精准测量角度或可说明其与9.1°“缝针”的关系，有待后续发掘明确。 

㉙   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第九册(泉州·景物上)[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有“南园 在宗司。《清源集》有傅伯成《和知宗

 南园少松诗》”。

㉚   黄氏大多以“江夏”为总堂号，泉州紫云衍派始祖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舍园建开元寺。该器物在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中的出土，

 或为泉州黄氏紫云衍派以“江夏”为总堂号的实证，或亦是“寺”、泉州南外宗正司与黄氏子孙之间有所关联的佐证。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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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内容与赵宋宗室的关联性等，明确说明宋元时

期相关高等级建筑群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有着高

度的关联性。

泉州南外宗正司作为宗室管理机构，其地位及

相关建筑的等级高于从五品市舶提举司，因此不会

使用泉州市舶司主要建筑以“乾亥缝线”为坐向的

形制。

2.2   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

泉州市舶司是宋元明时期福建路管理海洋贸

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八闽通志》记载市舶提举司

“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旧市舶务址。宋元 （1086—

1093年）初置，后废，崇宁（1102— 1106年）初复

置，高宗时亦罢而复置，元季废置不一，国朝洪武

（1368— 1398年）间仍置。成化八年移置福州”，市

舶务“在府城南镇南门外，元改为杂造局”，“南薰门，

在旧市舶司之旁”㉛。“通籴桥，在旧市舶司西，即今

水沟巷”[11]。

2.2.1   考古发掘概况

2019年在前期调查勘探的基础上，布设两条探

沟进行了发掘，揭露出来了宋元时期的铺砖地面、铺

石等遗迹，并由此得知相关建筑遗存的坐向与“壬子

正针”乾亥缝线（“道”）相关，推测如此精心选址、规

划、测量而修建的建筑当与宋元时期的较大型官式

建筑遗存相关。“水沟巷”“通籴桥”今日尤在，结合

相关文献记载，推测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市

舶司（福建路市舶司）遗址相关。综合分析区域内考

古勘探调查的结果，加之周边地形、街巷、水系等可

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推测遗址的四至范围

大致为：西南依竹街，东北到舶司库巷，东南至水门

巷，西北靠八卦沟；观音宫、观音宫西侧巷道—水

仙宫或与院落的南北向轴线相关，而三义庙或在遗

址的西南角。

2020年扩大发掘区域，揭露出来了铺砖地面和

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明时期的建筑

遗存，确认了此确有大型较高等级官式建筑群的存

在，出土有砖瓦类建筑构件，还在建筑遗存的墙体

上找到有“（监）造市舶亭蒲（寿）（庚）”戳印文字的

条砖。

2.2.2   相关遗迹现象探讨

目前尚未找到北宋时期相关建筑遗存，揭露出

来的宋元明时期建筑遗迹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三期遗

存：第一期遗存为2019年在C1206TG3G内揭露出

来的铺砖地面为主，灰色方砖对缝斜向平铺，相关建

筑的朝向约为162°，堆积层中出土陶瓷片的时代不

晚于南宋，推测其始建时代为或为南宋；第二期遗存

为2020年东北发掘区内的大多数遗迹，或为两路之

间的廊庑（或厢房或护厝）类遗存，方砖黄色微红，错

缝“工”字平铺，相关建筑方向与159°相关，较之第

一期遗存逆时针旋转了约3°，相关地层中仅出土有

宋元时期的瓷片，故推测其时代为元；第三期遗存为

2020年西南发掘区西侧部分遗迹，已被现代建筑破

坏殆尽，相关建筑的方向与156°相关，较之第二期遗

存又逆时针旋转了约3°，其上地层堆积中出土明清

时期青花瓷片，铺地砖呈红色，推测其时代为明。三

期遗存或有自东向西、以两路之间的廊庑或墙为间隔

而改建或扩建的可能性。

五代时期已有乾亥缝线相关堪舆理论，后周安溪

始令詹敦仁《五代初建安溪县记》中就说安溪：“矧新

邑发冈自乾、亥而来，转势从辛、兑而入。向丙、巳以

奉离明之化，留寅、甲以伸震叠之威”㉜。第一期遗存

相关建筑朝向162.1°，说明其坐向明确是“壬子正

针”乾亥缝线；建筑坐向用正针测向原则上不早于北

宋中晚期，堆积层中不晚于南宋的陶瓷片也明确说明

其时代或为南宋；南宋时期设在泉州的福建路市舶司

是福建路的税务机构，因此其相关建筑才使用了此种

坐向，其所代表的建筑等级次于“释”“俗”。159°、

156°朝向相关的建筑或是在162°建筑的基础上，逆

时针旋转约1/4的再建或扩建。存在与“乾亥缝线”

相关的三期建筑遗存，说明其间有着沿革关系，是有

㉛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八十“古迹”)，页十一、十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弘治四年刊本。本发掘报告中引用的相关文献记载文字中

 的“市舶司”并非仅指代泉州市舶司，且还参考了宁波市舶司遗址的发掘资料，故而使用“泉州市舶司”。 

㉜   庄成,修著.安溪县志(卷一一“艺文志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451.五代时期乾亥缝线的角度，或与南宋时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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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建的与“殿塔缝针”相关的较高等级建筑群。

从后天为用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该区域有有财之形

势、聚财而外送、左右亦有财、外围可生财、有财需防

护等特征[12]。

就泉州市舶司的选址尚有待研究，或因其功能与

贸易货物相关。临漳门、通津门、通淮门附近均有水

沟，然而临漳门、通津门附近分别有龙头山、傅府山，

因此并不便于船舶借助涨潮近城，唯有南薰门附近的

水沟比较适合船只靠近，这或亦是元代在此开水门的

主要原因。地面调查可知，水门桥西侧八卦沟的流向

为253°~260°，其南、北两侧10~20 m之间的范围

原为沟及其两岸，沟东南侧的现代房屋与之方向接近

垂直；水门桥以东建于沟上的水仙宫朝向约332°，或

与其南侧建筑的332°相关；竹街、水门巷的方向分别

约为330°、72°；竹街南端东侧三义庙内侧较旧建筑

朝向340°，与其西南部分偏角略有差异。考古勘探

结果表明，在水仙宫东侧及人民法院家事文化馆内地

表下2~3 m处有厚达2.3~3.1m的青灰色淤积土，因

此推测该区域内原为宽10余m的河道，与考古调查

所得结论一致。

2.2.3   相关出土遗物探讨

出土的建筑构件有瓦当、筒瓦、板瓦和砖等，瓦

当当面纹饰有莲花纹、花卉纹，砖有莲花纹砖。遗

址内铺地方砖的铺法、颜色、规格等与泉州府文庙、

泉州清净寺、泉州天后宫北侧等地点发现的宋元时

期官方建筑样式较为近似[13-14]，整体规划、大范围填

垫、大量用石、地面铺砖等现象及建筑技术等与泉州

南外宗正司的近似，都从侧面说明相关建筑为官方

所建、所用。

另外，还在2020年西南发掘区建筑遗存的墙

体 上， 找 到 了 侧 面 戳 印 有“（监）造 市 舶 亭 蒲（寿）

（庚）”“…舶亭蒲（寿）…”等文字的条砖，进一步证

明了遗址与泉州市舶司的高度关联性。道光《晋江

县志》中载：“旧市舶务址。有清芬亭，以傅伯成有

‘岁晚松篁期苦节，春风桃李自有情’之句，故名”[15]。

《八闽通志》中说胡寺丞祠“在市舶亭侧，祀宋市舶

提举胡长卿”[16]。道光《晋江县志》中道胡寺丞祠

“在旧市舶亭侧，即水门巷，祀宋市舶提举胡长卿，今

废”[17]。泉州市舶司的“市舶亭”“清芬亭”的具体

建筑功能尚待明确。

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国家对

外开放的贸易口岸。熙宁年间大量商人选择泉州港

成为新的商贸中心，福建路市舶是朝廷在两浙路和广

南路市舶地方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重新选择的扶植

对象，福建路市舶的收益也成为朝廷市舶收益的主要

来源；南外宗正司南迁至泉州，也从侧面反映出宋廷

南迁之后皇室对泉州市舶收益的控制和仰仗[18]。

3   结束语

泉州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

局和规划营建、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及坐向等，是

一座集天文历法知识、易学堪舆理论等中国古代传

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于一体的奇妙世界，反

映出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五行相生相克等

文化思想的传承发展，与之相关的“三衡”“七衡六

间”和“取正”等天文历法知识和使用极星定向、通

过日影观测以测定方位、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基于

天人关系而形成的八卦、十二辟卦等易学思想体系，

以“缝针”（极星定向）、正针（磁针测向）及天地人三

盘和二十四山等天文历法知识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

堪舆理论系统的形成和应用等，在唐宋泉州城的空

间格局、形制布局以及“殿塔缝针”、“释六俗一”城

门格局、相关重要建筑的选址和坐向等中都有所反

映，体现出战汉至晚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四

个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

络，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千年以上乃至二千年传承

有序、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之一

隅，对于研究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弘扬的轨迹等极

为重要。

泉州古城的历史空间格局、城池沿革脉络等基本

清楚。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的规划体系、

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等遗址就融合在古代

城池肌理尚存的现代泉州古城里，只要利用中国古代

天文历法、易学堪舆等相关知识理论来观察、分析、研

究，就可以找到线索来发现、揭示、弘扬相关传统文化

思想。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传

承弘扬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提高文化自信、增强国民

文化素养。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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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城及重要建筑独具特色的规划建设过

程，展现出了底蕴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体现

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文文化与自然环境的

协调统一甚至完美融合，亦可为是泉州人文化自信

的资本。泉州古城所展现出的文化思想泉州城可

谓是文化传承有序、信仰协同发展的典范，既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社会共同的

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的文化遗产，就应当深刻理解

泉州历史城市的规划思想和营建实践，保留住体现

这些思想的山水视廊、城市肌理、空间格局和重要

节点，从而为泉州的城市发展、中国的文化传承作

出贡献。

[1]

[2]

[3]

[4]

[5]

[6]

黄仲昭,修纂.卷之十三“地理”[C]//八闽通志.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2006:340. 

方鼎,朱升元.卷二“规制志”之“城池”[C]//晋江县志.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页一,54.

阳思谦,修.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上”[M].徐敏学,吴维新,

纂.台北:学生书局,1987:299,307.

薮内清.中国の天文 法[M].东京:平凡社,1969:136.

汪建平,闻人军,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纲(修订版)[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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